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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難教育與精神教育：“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集體反思

[摘 要]“九一八”事變喚醒了人們對於國難與教育關係的反思，國難教育思潮興起，中國基

督徒知識分子群體積極響應並參與其中。然而，基督徒的特殊身份以及基督教一直以來對於和平

主義的追求，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基督教應當以何種方式救國的選擇。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民

族主義的選擇幾乎代替了一切，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轉而反省自身，提出以精神教育作為應

對國難的基本主張。這是中國基督徒的固有使命，也是基督教教育社會化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 ] 國難教育 精神教育 基督徒知識分子 反思

“九一八”事變後，國難教育思潮興起，作為在中國同樣從事教育工作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

子群體，無論是從國際道義、宗教情懷還是民族立場出發，他們都積極地參與這場教育救國行

動。然而，基督徒的特殊身份以及基督教一直以來對和平主義的追求，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於基督

教應當以何種方式救國的選擇。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民族主義的選擇幾乎代替了一切，中國基

督徒知識分子群體轉而反省自身，提出以精神教育作為應對國難的基本主張。學術界對於此階段

之基督徒知識分子個體的主張、基督教思潮、基督徒救國實踐等問題已有不少研究， 本文擬以

“國難教育”問題為中心，考察“九一八”事變後至“七七”事變前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群體的

思想與選擇，以展現其在抗戰前後的貢獻。

一、“國難教育”的提出

近代中國多災多難，國難接踵而至，而真正將其與教育問題聯繫起來的，則主要從“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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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變開始。事實上，自“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中國教育界已經開始反思國難與教育的關

係，有關討論常見諸報端，如：“中國之國難，一般人都認為是自九一八以來開始的，其實中國

自鴉片戰後，沒有一年不是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如戰敗、賠款、割地，以及其他喪權辱國的條

約，不可勝紀。考其原因，雖由於政治之腐敗，軍閥之橫暴，成年累月的作無謂內戰，但其實還

是因為國家教育上之缺陷，以至釀成今日不可收拾之狀態。”“自前年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

我國東北遼吉黑三省被蹂躪，去年一二八江蘇上海寶山等處，又被屠殺，今一月三日山海關又告

失守，並被將有歷史意義的明代嚴嵩所書‘天下第一關’的匾額，運東京獻俘陳列，以誇耀其侵

略我國之武功。最近三月四日熱河又被侵佔，平津動搖，全國震驚，國家滅亡之禍，迫於眉睫。

而所謂國際正誼，國際公約，有成為不兌現的支票之勢，國家與民族存亡問題，時時刺激國人的

心目中；但抗日救國，喚醒民眾，須賴教育，因此國難教育之呼聲不霎時而充滿全國了。” 社

會學家潘光旦在《國難與教育的懺悔》一文中也談到：“國難的形成，自有它的內因外緣，若

就其內因而論，我始終以為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教育沒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沒有教一些有聰明

智慧的人做士，沒有教大家見利思義，安不忘危，沒有教我們擇善固執，矢志不渝，也沒有教我

們諒解別人的立場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是錯了的，錯

了，應知懺悔。”

既然國難的形成跟教育有莫大的關聯，那麼中國教育界對於國難的應對自然會落到教育上，

於是“國難教育”便成為“九一八”事變後教育救國的主要聲音。所謂國難教育，即指“用教育

這一武器挽救國難”，“要用教育的力量啟發大眾，訓練大眾，組織大眾，使大眾參加救國工

作，挽救中華民族危機，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 在此前後，中國教育界提出了各種各樣

的國難教育方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教育家陶行知代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提出的國難教育方案。

該方案對於國難教育的目標、對象、教師、課程、組織、文字工具、方法以及從事國難教育工作

者應有的認識等八個方面進行了系統性的介紹。該方案提出：“中國已到生死關頭，我們要認識

只有民族解放的實際行動才是救國的教育，為讀書而讀書，為教書而教書乃是亡國的教育。”因

此，要“在行動上取得解決國難真知識，立刻把它傳給大眾，使它在解決國難上發生力量。甲、

推動報紙雜誌戲劇電影說書人無線電播音積極針對民族解放之宣傳。乙、變通各校功課內容，使

適合於解決國難之需要。丙、運用縣、市、鄉現有組織及集會，宣傳民族危機及解決國難的線

路。丁、推動家庭店鋪組織國難討論會讀書會。戊、開辦或參加識字學校，使此種學校對解決國

難發生效力。己、長途旅行，喚起民眾組織起來救國。庚、必要時遊行示威。” 該方案在中國

教育界引起了較大反響。此後，上海的生活教育社出版的《國難教育實施法與指導》成為中國

教育界踐行國難教育的主要指南。

二、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對於國難教育的回應

對於中國教育界的國難教育主張，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特別是從事教育工作的基督徒給予

吳自強：《中學校實施國難教育之我見》，《江西教育旬刊》（南昌）1933年第 5卷 3、 4期合刊，第 10頁。

熊壽文：《國難教育與救國》，《江西教育旬刊》（南昌）1933年第 5卷 3、 4期合刊，第 6頁。

潘光旦：《國難與教育的懺悔》（1936），《政學罪言》，上海︰觀察社， 1948 年，第 151頁。

王正：《救國陣線與國難教育》，《國難教育》（上海）1936年第 1卷第 1期，第 2版。

陶行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方案》，《大眾生活》（上海）1935年第 1卷第 9期，第 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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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積極的回應。事實上，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無論是出於國際公義、宗

教精神還是民族立場，已對日本侵華的罪惡表達過自己的主張，並號召廣大基督徒參加救國運

動。如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即撰文提出五大主張：“一、將此

次事實之真相，宣告於世界信眾，並聯合世界信眾，特別是日本的信眾，一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侵犯中國、擾亂世界的罪惡；二、為中國政府與人民懇切祈禱，求上帝賜予團結的勇猛，同心的

智慧，以對付國家當前的危難，也為世界一切主持公理者祈禱；三、徹底覺悟基督教對於中國民

族精神上的貢獻，因此而加深信眾人格的訓練，以備國家的需用；四、本耶穌的精神，提倡對於

日本經濟絕交及國民絕交。中國基督徒要主張凡是中國人民，在此壓迫與恥辱之下，絕對的不與

日本人民有任何的合作。我們並不恨惡日本人民，但我們要日本人民知道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之罪

痛心疾首，深願日本有覺悟的分子也起來主張公道，使其國家表示誠確的悔改；五、本耶穌的精

神及信徒自己的理解參加救國運動。”

然而，當時的中國信徒對於採取何種方式救國一事卻存在很大的理解問題，基督教追求和平

主義，此精神使廣大信徒產生了不少的困惑。“九一八”事變前後一度作為中國基督教唯愛主義

的代表人物──時任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吳耀宗曾提出：“我們絕對不參加一切戰爭，因

為我們信戰爭永遠不能解決問題。我們並且反對一切從恨惡與報復心裏發生的武力。”“唯愛

主義主張人類一切關係都應當以愛為原則，並且要用不違反這個原則的一切手段。這個愛是無條

件的愛，愛一切的人，連仇敵都在內。” 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也認為日本侵華給中國基督

教學校造成嚴重的精神與物質上的影響，但基督教教育必須堅持國際和平與正義，不能隨便憎恨

外國與外國人。一方面要自我反省，要認識到內戰和內部問題是中國遭受詛咒和外來侵略的原

因，建議發起“和平主義運動”，抵制內戰；另一方面要鼓勵學生加入自強運動，做好為國犧牲

的準備。 於是，“基督教救國主義”與“基督教和平主義”便成為當時中國基督教界應對國難

的兩大主張，但這兩種不同主張在教會內部的長期存在，不可避免地影響着中國基督徒的抉擇，

所以教會內部才有人指出：“基督教裏的團體和個人對於國難的問題，一般來說，向來是持着一

種不大清楚的態度的。”

國難當前，中國基督徒卻“不大清楚”，這無論是對中國基督教界的整體形象，還是中華民

族的抗戰大業都會產生不良影響，特別是1935年華北危機後，中華民族已經到了亡國滅種的關

鍵時刻，各種各樣的救國主張紛紛提出，中國基督教界不可能無動於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基

督徒在普世基督徒的宗教身份與中國國民的民族身份之間，不得不再次作出清醒的定位，也就在

這時，不少曾經主張和平主義的基督徒的思想出現了轉變。吳耀宗便激烈地批評了這種“不大清

楚”的態度，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基督徒對於“基督教與政治的關係問題”認

識不清、“基督教與救國手段的問題”認識不清，以及基督徒自身的“畏懼與惰性”。他認為：

“宗教與政治是絕對分不開的。基督徒個人不但可以參加救國運動，也可以參加直接的政治工

作，至於基督教團體，它不應當變成一個政黨，也不必與某一政黨達成一片，但它可以從超然

趙紫宸：《基督徒對於日本侵佔中國國土應當持甚麼態度》，《真理與生命》（北京）1931 年第 6 卷第 1 期。

吳耀宗︰《唯愛社信條和主張的一個提議》，《唯愛》（上海）1931年 6月 15日第 1期，第 17頁。

吳耀宗︰《吳耀宗覆倪清源》，《唯愛》（上海）1931年 10月 15日第 3期，第 18頁。

Herman C. E. Liu,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risis,”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XIV, No. 3

(July 1932), p. 225.

吳耀宗：《基督教教育與國難教育》，《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 12卷第 2期，第 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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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去參加一切對於政治有直接關系的工作……我們對於別人提倡的運動，除了那些我們

認為是絕對反動的以外，都應當積極的參加……畏懼與惰性都是由於認識的不清楚和修養的缺

乏。”

吳耀宗“積極參與”的看法在當時教會內部頗具代表性，時任上海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王治

心認為：“基督教是主張世界和平的，然而應該知道要求和平的實現，必先要掃除和平的障礙。

同時要積極地謀求自強，有抵抗侵略的力量與決心。對於擾亂世界和平的帝國主義，不怕犧牲，

期望真正和平的實現，這便是我們基督教教育界所應擔負的責任。” 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文

字幹事張仕章認為：“我們要實施這種非常時期的基督教教育，就非先打破基督教中遺傳的成見

不可。這種成見就是說耶穌基督是一個絕對無抵抗主義者或不參戰主義者；而基督教也是絕對不

幹涉政治問題的或不贊成社會革命的。” 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務主任童潤之認為：“中國的問

題不是如何圖強以侵略他人，而是如何自衛以防他人的侵略。基督教固然反對戰爭，但不反對維

持正義與救護同胞。犧牲一己的幸運而謀大眾的福利與安全，這是自衛教育的理想！也就是基督

教教育的真諦！”

在宗教思想上理清了“基督教和平主義”與“基督教救國主義”的關係之後，廣大的中國基

督徒非常清楚地知曉，中國基督教界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反對救國，其分歧的關鍵在於救國的方

式，而民族危機加速了人們對於基督教救國的理解。

陶行知等人的國難教育方案引起中國教育界的熱議，在中國同樣從事教育工作的中國基督徒

知識分子群體也積極地參與起來，他們反思國難與中國人及教育之間的關係。福建協和大學校長

林景潤認為，國難之所以到這種嚴重地步，“一方是因為帝國主義者的急迫侵略，一方是因為我

們本身過於慵弱無能。帝國主義者受政治經濟欲的驅使，用武力來威脅我們。我們的守土者斤斤

於名位地盤的保持，或不能臨難不苟，或竟流為漢奸，以致國土日蹙，國命垂危。國內則因政治

不修，百事不振，經濟崩破，災亂頻仍；加以民族意識薄弱，社會精神潰散，外患愈深，喪志墮

落愈甚。而歸結在於國人營私心重，為善膽小的病根……現在帝國主義者所以敢長驅直進中國

的，並不是全因我們戰爭的機械不堅，倒是以為國人肯為正義公道奮鬥犧牲的人太少。” 王治

心認為要實施國難教育必須先弄清造成國難的原因，他認為造成國難的原因有：“一、中國人的

個人自由太多，團結的力量非常缺乏，所以一遇外患便無力抵抗；二、中國人對於學問的研究，

向來注重形而上的義理，看輕科學為形而下的技術，是以科學落後，不能與世界各國抗衡；三、

中國人自私自利之心太重，讀書人只知道謀自己的升官發財，圖豐富的享受，所以弄到讀書人不

肯勞苦，勞力人不會讀書，形成了只知有己不知有國的毛病。” 曾任燕京大學哲學院院長的徐

寶謙也持類似看法，他認為要“使受教育者明白國難之所以構成，一方面固然由於各國的侵略，

然我國人之不振作、不合作、自私，實為其主要因素。所以，救國當從自救自強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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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國難的造成跟中國人，尤其是跟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出現問題有關，那麼教育──特別是

基督教教育──便能充分地彰顯其歷史使命。事實上，在“九一八”事變後，趙紫宸就已提出過

類似觀點：“我們認定中國的病態心理──中國的罪孽──是由精神物質雙重原因所致使，所以

我們也認定中國今日的急務在於改造心理與環境兩事同時進行……但基督教的使命則在建設心

理，脫度人生，創造人生……我們因鑒於教育對於建設新中國心理的重要，不能不懷疑現在教會

教育的不切實不深邃，而思有以補救之。我們可以斷言，基督教的能否為中國創造新心理新精

神，全視乎基督教教育的能否感化人格，栽培人格，聯絡學校與社會的實際生活，以為斷。”

到1935年前後，民族危機加深，越來越多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認識到基督教教育應當在國難之中

扮演更大的角色，陳子初提出：“吾國民族佔全世界民族之大多數，然以力量而論，則萎靡不

振，精神渙散，此實因過去之教育對於民族的真實力量少有切實的訓練。即以吾基督教教育而

論，平素以勇於犧牲，樂於服務，忠於國家為教育之中心，而成效未能特著，即在乎少下切實工

夫。現在國難教育之實施，即應以全力積極灌輸吾中華民族最需要的根本力量。此種根本力量是

內心的，不是物質的；是潛藏的，不是浮表的；是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放之則彌六合，卷之

則退藏於密。而吾基督教教育對於此種民族根本力量的培植，實負有重大的使命。果能根據基督

教教育的特色，即勇於犧牲，樂於服務，忠於愛國三點上努力，切實的做去，我深知吾基督教教

育對於國難教育──中華民族復興的教育，必有極大的貢獻。” 因此，廣大基督徒知識分子認

為在國難之中，以“精神教育”為特色的基督教教育可以發揮其特殊作用，基督徒救國除了“戰

爭”之外，也能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找到其用武之地。

三、精神教育：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國難教育之道

既然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有極大的貢獻，那麼如何加強與改進中國的基督教教育？這便

成為中國基督教界應對國難的關鍵所在。事實上，改革基督教教育是近代以來，特別是1920年

代非基督教運動中中國基督教界早已形成的共識，“更中國化、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是改革的

方向，日本侵華戰爭更是極大地推動了基督教教育的改革。趙紫宸在“九一八”事變後認為：

“我們今日必須要改革基督教教育，第一要精選教員；第二要縮小範圍，縮短戰線，有關門的，

合併的學校，然後可以有精深而刻勵的教育；第三要使教育與宗教在精神上打成一片，要使學校

與社會在生活上冶在一爐，如此則組織可嚴密，精神可專一，團契可深刻，人格可造就，而青年

們可以得活潑而紀律化的引導。此是根本之論。” 趙紫宸認為改革基督教教育的關鍵在於整合

資源、凝聚力量，着重精神教育。

1936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特種教育方案》，提出在國難時期中國的教育應：

“一注重體格訓練；二改進精神訓練；三在知識與技能方面注重生產能力與特種教材。” 對此，

張仕章認為：“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只有一種特殊的貢獻，那就是《特種教育方案》內所提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的心理建設》（《真理與生命》， 1932 年），《趙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

館， 2007年，第468－ 4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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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2003年，第4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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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種基本目標：‘改進精神訓練’。”他認為現在全中國的基督教學校都應當特別認真地訓

練學生，使他們具有“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精神，為人類正義而犧牲的精神，又為民族生存而團

結的精神。”因為只有這種精神教育才“可以指導民眾認清世界的公敵，分辨國家的友人，消除

黨派的紛爭，結成聯合的戰線以促進反帝反戰的運動，而完成救國救世的使命。”所以他確信基

督教教育在國難時期中的貢獻在於精神教育。

由此，注重精神教育便成為當時國民政府乃至中西教育界，特別是基督教教育界應對國難的

基本主張。因此，在實踐中倡導和落實精神教育便成為抗戰前後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主要救國

方式，討論精神教育的具體內涵和方式便成為他們面臨的新課題。徐寶謙認為在國難之中，基督

教教育應當：“一、使受教育者明白國難之所以構成，一方面固然由於各國的侵略，然我國人之

不振作、不合作、自私，實為其主要因素。所以，救國當從自救自強着手；二、使受教育者認識

本國文化之偉大、正史之悠久、遺產之豐富，藉以恢復民族固有的自信力。使之急起直追，擔任

艱巨。不但從事救國運動，且將發揮中國民族對於世界和平固有的使命；三、使受教者知道一個

民族要圖自強，要恢復其自信力，不必以損害他國仇視他族為條件。使他們知道世界，所以紛紜

擾亂，正是因為人們不明白這個道理；四、使受教者知道我們不但不應仇恨別人損害他國，遇有

相當機會時，反而應當幫助我們所謂之敵國敵人，使他們也能走上公義、友愛、和平的道路；

五、使受教者知道自衛的戰爭，在理論上固然可以成立，然在實際上，純粹自衛的戰爭，歷史中

例子甚少甚少。況且凡是戰爭，沒有不與仇恨報復的心理，虛偽的宣傳，及殺戮的行為相連的。

因此，以戰止戰是絕不可能之事；六、使受教者知道仇恨報復的心理，既然不能救國，我們應當

於戰爭制度之外，另找救國的途徑，以期打破國家的難關，根本解決國際間的難題。據作者個人

的信念，深覺聯合各國同志（包括所謂敵國），作成國際陣線，共同反對惡勢力，扶植善勢力，

是今日一種切要之圖；七、使受教者深知救國的任務，各標語口號及一時的興奮努力所能勝。必

須平日對於人格、志願，及學問、能力有長期的修養與準備，然後才能為國家社會造福，尤須勝

過私慾，終能為民服務為國犧牲。” 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江文漢提出：除了盡量採用一般

國難教育的內容以外，基督教教育“要將一向所提倡的人格教育，作更大的發揚，基督教的精

髓，就是服務和犧牲兩點，國難期中，正需要養成一班能為大眾服務能為正義犧牲的青年”；

“要格外看重思想自由與獨立的訓練，根據各國的經驗，施行國難教育時，最不可避免的危險，

就是思想統制，基督教教育原是建立在信仰自由的原則上的，我們絕對不可讓統制的狂熱，斷傷

了青年思想自由發展；“要努力培養民族的信心，現在中國的國難，如此嚴重，許多沒有志氣的

青年，容易走上頹廢和灰心的路，基督教應該運用他所特具的希望與喜樂的福音，去抬高民族自

救的情緒。” 總結起來，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提倡的精神主要側重於國際層面的公義、友愛、

和平精神；側重於國家層面的自救、自強、自信精神；以及側重於個人層面的自由、獨立、服務

犧牲的人格精神。

對於如何增進以上精神的教育，基督徒知識分子們紛紛發表意見、提出看法。王治心提出：

“一、宜注重團結合作的訓練，養成有紀律有秩序的精神。實行軍事管理，俾一班青年，進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退能操勞役以服務社會；二、宜努力研究科學，迎頭學上去，不但希望在科學能

張仕章：《基督教教育對於國難教育的貢獻》，《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上海）1936年第 12卷第 2期，第 36－

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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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的準備，而且能夠生活科學化；三、宜普遍地灌輸國家意識，有犧牲小我的決心，謀大我

的發展。” 童潤之提出：“基督教是富有社會性的，所以基督教學校也當社會化。以往的學校

大都是寺院式的，與社會不發生關係，久已失卻學校的主要功能。非常時期的教會學校，除訓練

在校學生外，應負起推進一地社會事業之責；如組織民眾，訓練民眾，改善民眾的生活！提高社

會文化等工作，均應努力進行。” 上海麥倫中學校長沈體蘭提出青年要有“社會的意識、集團

生活、特種訓練”，要讓他們“認識時事、到民間去、戰時訓練”。 儘管他們的看法不完全一

致，但他們都提到了一個關鍵詞──“社會”，即基督教教育應當積極的走出教會，參與到中國

社會的生活中來，基督教教育“社會化”不僅可以解決基督徒救國的困擾，也可以成為增進精神

教育的主要途徑。

結論

自 1922年巴敦調查團（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提出基督教教育要“更有效率、更

中國化、更基督化”以來，特別是經歷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中國的基督教教育社會化進

程已經全面開啟，並在各個方面加速與中國社會的融合，而1930年代日本侵華更進一步加深了

這一進程。當國難來臨，全國民眾討論救國大計，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其中、表達立

場、反省自身，並提出以精神教育作為應對國難的主要策略，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基督教教育的社

會化。正如時人所言：“基督教教育以培養博愛、犧牲、服務的人格為中心工作。其教義是以建

設天國為目標，以人類一家，做出發點。所以反對弱肉強食，和互相殘害的戰爭事件而勉勵信徒

為正義真理奮鬥，雖至犧牲個己生命亦所樂為。對於窮苦受迫負重的民家則必扶助救援使得豐富

的生命。三千年來基督徒所以能負此濟世使命的，則在其根本信仰宇宙間惟一主宰的存在，而且

這個主宰是公義、仁愛、大公無私。樂善厭惡的。所以善必終勝，惡必終敗。凡人從這原則立身

行事即是與上帝同工，共參天地化育於無窮。這種信仰，和能應用這信仰於社會國家問題上的人

格，不但是解除國難的最急需條件，也是理想世界所能造成的要素。”

“更基督化”是基督教入華的最終目的，“更中國化”被認為是實現“更基督化”的可能途

徑，而“社會化”則是實現“中國化”的必然趨勢，這一邏輯鏈條是自 1920 年代以來中國基督

教界解決自己困境的主要方式， 1930 年代的“精神救國”也沒有脫離其軌道。“打鐵還需自身

硬”，從某種程度上說，從精神思想層面解決中國人自身的問題是共度國難的最長效的辦法，然

而國難畢竟是短暫的，而精神教育卻要付出長久的努力不可，這或許是部分民眾詬病中國基督教

界抗戰保守的主要原因。儘管如此，作為全民族抗戰的一員，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努力不應被

忽視。

[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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